
1

试论甘孜藏区民众对红军长征的历史贡献
*1

周正龙 马正辉

【摘 要】: 80 多年前，红 1、2、4 方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先后进入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红军的民族政

策和模范行为赢得了藏区民众的尊重和拥护。为帮助红军长征，藏区民众倾其所有，支援各种急需物资；当翻译、

做向导，带领红军北上；踊跃参加红军，壮大革命力量；配合红军作战，保卫藏区各级红色政权；照料和保护红军

伤病员，保存革命火种。“藏区人民在红军长征期间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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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多年前，为了摆脱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和实现“北上抗日”的愿望，中国工农红军 1、2、4 方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

先后挺进到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简称甘孜藏区或甘孜）。在这里，红军承认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执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

和尊重藏民的宗教信仰等民族与宗教政策，帮助藏族地方建立省、县级波巴（或博巴，为藏语音译，意指藏族或藏人）地方自

治政府，成立波巴革命党、波巴青年团等革命青年政治组织，组建波巴自卫军、丹巴藏民独立师等地方革命武装，并在康北藏

区推行土地革命……。红军在藏区的民族政策和模范行为，赢得了各族人民的尊重和拥护。藏区各族民众为帮助红军长征，不

畏艰险，不怕牺牲，做出了巨大贡献。值此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纪念之际，笔者以此题来重现和纪念甘孜各族民众对红军长征

做出的贡献，以飨广大读者。

一、红军在藏区的民族与宗教政策和模范行为

红军在进入藏区之前，由于历届中央政府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藏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民族关系较为紧张。“这

里的藏人部落女酋长对任何汉人，不论红白，都怀着不共戴天的宿仇，她威胁说谁要帮助这些过路人，就活煮了谁”
[1]
。长征时

期，在藏汉民族本已存在嫌隙心理的情况下，国民党还制造种种谣言，诬蔑红军，“红军要把青年妇女抢走，壮年男子抢去支

差，小孩子抢去喂马”，“要把大人杀来吃，把小孩拿来抛刀尖”
[2]
等等。红军刚进入藏区时，很多群众为了“避难”，纷纷逃

入深山老林中，甚至被要求不准卖粮食给红军，不准给红军带路、当通司（翻译），在此不利形势下，如何解除藏民对红军的

误解，赢得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成为摆在广大红军指战员面前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红军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

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实施统一战线策略，赢得了藏区民众的普遍尊重和拥护。

（一）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

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政策是中共处理民族问题的原则立场和根本政策，也是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之一。

在进入藏区之前，红军已经通过各种形式如标语、歌谣和漫画等来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如“番、汉人民是

一家”“共产党是主张民族平等、民族自治、解放弱小民族的!”“实现各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等
[3]
，要求大家从思想上反对

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进入藏区后，红军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红 1 方面军进到四川彝、藏地区时，发出告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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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尊重夷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

买，价钱交付十足，……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真正平等自由。”
[4]

不仅如此，红军领导干部还带头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红 2 方面军进入藏区时，贺龙同志对没有逃走的藏族同胞亲切

地讲:“红军是为穷苦老百姓来的，不要怕。你们去把上山的人都叫回来。我们不打人，不骂人。你们的东西，希望拿出来卖，

我们不少给钱，愿卖才卖，不愿卖不强迫。”
[5]
贺龙同志不仅这样说，而且也是如此行动。夏拿古瓦通司找了 3 位喇嘛，给贺龙

送来 2 驮茶、2驮米、2驮猪肉、2驮糖、1驮盐。贺龙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白得别人的东西，于是拿出笔记本，把

所有的东西都登记下来，照价付了款。”
[6]
贺龙同志带头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模范行动，给红 2、6军团红军战士树立了光辉的

榜样。

红军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及模范行动，使饱受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的各少数民族深受感动。他们把党和红军看作是

自己人，民族成见和隔阂在逐渐消除，进一步促成各民族之间的团结。

（二）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中国是一个有着多种宗教的国家，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尊重这些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也就

是尊重这些少数民族。

红军在进入藏区初期就形成了对藏区宗教政策的总原则。1935 年 6 月，红 1 方面军到达四川懋功①，立即发出《中国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明确宣告：“政教分立，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
[7]
。

1936 年 5 月，党在给康藏民众的宣言中称：“宗教与政治必须分离……宗教不得干涉政治。”
[8]

在对藏区宗教政策的总原则指导下，红军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藏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有的藏胞在门上挂着

红布条，贴着封门“神符”，红军指战员一致遵守纪律，不动“神符”，不进家门，露宿在门外冰天雪地里，并把他们的房前

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
[9]
据已故藏学学者任乃强先生记载，红军“所至保护寺院，尊重习俗，爱惜人命，避免摩擦”

[10]
。1936

年春季，朱德同志率红军抵达炉霍。当地百姓因为匆忙“避难”而把牛羊等财产留在了家里。为避免百姓财产受到损害，朱德

同志颁布了四条纪律：即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爱护藏胞的一草一木；在藏胞没有回家之前，不准进他们的屋；看管并喂好藏

胞留在家中的牛羊。
[11]
战士们严格执行朱德同志的四条规定，做到了秋毫无犯，赢得了藏族人民的普遍拥护和支持。

（三）实施统一战线策略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它是由新民主主义时期反帝反封的革命任务所决定的。实施统一战线策略，争

取团结民族与宗教上层人士是中共一贯的政治主张。长征期间，鉴于绝大多数民族宗教人士在反抗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统治阶

级的压迫方面“显然还带有革命的作用”
[12]
，红军决定改变政策和策略，团结他们并引导和帮助其进步。1935 年 8 月 5日中共

中央的决议中指出:“估计到少数民族中阶级分化程度与经济发展的条件，我们不能到处把苏维埃的方式去组织民族的政权。在

有些民族中，在斗争开始的阶段上，除少数上层份子外，还有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
[13]

在统一战线策略的指导之下，红军不仅在甘孜藏区团结了一大批象格达活佛、夏克刀登、邦达多吉等民族上层人士参加革

命斗争，而且挑选一部分优良的番民给以阶级与民族的教育培养，并在各级格勒得沙政府和波巴政府中大量使用民族干部。
[14]

因此，促使扎喜旺徐、赤绒恩召和王寿才等一大批年轻的藏族同胞迅速成长起来，为民族解放和民族团结做出了重大贡献。

红军的民族政策和严明的纪律，对寺庙僧众的尊重，对百姓的帮助，在甘孜藏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枪不响、鸡不鸣、

狗不叫、麻雀也安宁”
[15]

的顺口溜至今还广为流传。藏区民众把红军看成了“自己人”，把红军说成是“菩萨兵”。他们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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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红军建立起了深厚的情谊。据 1936 年出版的《康藏前锋》杂志记载：“3 月 25 日至 29 日，朱倭喇嘛寺投匪，……甘孜喇嘛

寺亦投匪。”
[16]
因此，红军的长征得到了包括民族上层在内的广大藏区民众的支持。

二、广大民众对红军长征的支持

（一）倾其所有，支援各种急需物资

中国自古就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之说法。粮物对于部队行军作战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对整个战争的胜利进程起

着决定性作用。甘孜藏区地处青藏高原东南，地域辽阔，人口稀少，因土地贫瘠，粮食和物资十分匮乏
[17]
。在 20 世纪 30 年代，

粮食（青稞、玉米一类的作物）亩产在 100 斤左右，总产量仅够当地农牧民维持最低消费。
[18]
再加上 1935 年前后，“灾荒频仍”

[19]
，粮食产量更是剧降。不仅如此，这里气温低、温差大①。恶劣的自然环境，对来自南方、衣着单薄的红军指战员而言，如

何御寒是一件头等大事。长征期间，红 1、2、4 方面军有十多万人先后到达这里，前后停留近十七个月，足迹遍布十六个县，

十多万人的衣食问题显得尤为困难。“康区本系缺粮之区，骤然增加十余万人，时半年之久”
[20]

，粮食牲畜几尽。尽管红军在

此期间，通过打土豪、缴获战利品的方式获得了一些粮食；也通过购买的方式筹集粮食，但是仍不能满足需求。为了解决红军

面临的极大困难，甘孜各级自治政府发动群众开展拥军活动。广大民众宁肯忍饥挨冻，也要把衣粮送给红军，他们尽最大努力，

将这片土地打造成为红军长征途中重要的物资补给站。

1.各级自治政府对红军的援助

红 4 方面军南下后，格勒得沙共和国各级自治政府成立了粮食委员会，专门负责为红军筹集各种物资。丹巴县格勒得沙政

府，曾协助红 5 军筹集粮食 50 万斤，食盐 4千多斤，还有大批油、肉等物资。
[21]

波巴政府把救援红军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为支援红军粮食，道孚波巴依得瓦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条例中明确规定:

“为要解决群众和红军的目前急需，应采取以下办法:1.由群众共同商议，依照存粮多少，筹出一部分粮食出来，平价卖给无粮

群众和红军吃用。2.现在正是打康定的时候，凡我波巴群众都应一律赞助。决定本特区借给红军战粮三千石。有粮的多出，无

粮的少出。”
[22]
在政府工作人员的大力宣传下，群众筹粮热情高涨，仅道孚县波巴政府为红军筹集的粮食就有 3 千多石。

[23]

据测算，在康北地区红军需要粮食约 9 0 万斤，人均需供粮大概 90 到 100 斤左右。其中绝大部分是波巴政府筹集的，各级

波巴政府为红军长征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24]

2.民族上层人士对红军的支援

红军进入甘孜后，提出了“兴番灭蒋”民族解放口号，实行了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从而赢得了大部分民族上层的拥护和

支援。这些民族上层，除自治政府成员外，还包括寺院僧侣和土司头人，他们掌握了藏区主要粮食和牛羊，对红军的支援贡献

最大。

波巴政府成员在支援红军上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波巴政府领导人白利喇嘛寺格达活佛发动仅有 100 名喇嘛倾其寺庙所有，

交献的“拥护红军粮”计有青稞 3 万余斤、豌豆 4 千多斤
[25]
，并支援军马 15 匹，牦牛 19 头；军事部长藏族大头人夏克刀登，

一次就从德格运来 150 头牛、53匹马、50 驮粮食，红军以银元、枪械回赠，作为酬谢
[26]
；在瞻化（今新龙县），博巴政府主席

巴登多吉除了将自己的粮食牲畜支援红军外，还派人到麻日乡和白玉县昌台区为红军筹粮，购买牲畜。

在甘孜县，除白利寺对红军的支援外，甘孜寺委派喇嘛洛绒牛拥、土登郎加负责向下属的 7个喇嘛寺征集青稞 7746 斗、豌

豆 5305 斗，共计 195760 余斤交给红军；更龙寺支援红军粮食 50 多石，约 1 万余斤。绒坝岔头人拿瓦家族支援粮食 10 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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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都土司 5 千斤，古龙和仁青多吉家 1 万斤，日普家族 8 千斤。红军在炉霍县期间，得到以觉日寺扎日活佛为首的僧俗民众的

积极援助，仅寺庙就捐 2百万斤粮，1 万头牲畜，还捐赠了大经堂中供 5、6 百人坐的藏毡。仁达长沙寨子的头人益西绒布主动

将自己的 3 万斤粮食支援红军。在新龙县，色威乡俄日寺为红军筹粮 3 百袋，约 24000 斤。喇嘛充翁然登还把自己的一匹马送

给红军。

康南各喇嘛寺，主要为途经当地的红 2、6军团筹集粮食。1935 年 5 月中旬，红 2军团从中甸抵达德荣县（即得荣）。为了

解决红军缺粮的严重问题，当地最大的龙绒喇嘛寺决定赠送红军 1. 5 万斤青稞，并派人到农村动员群众出售 4.6 万多斤粮食以

及大量肉类和酥油。
[27]
巴塘县波寺支援红军粮食 1 万 2 千 5 百多斤，酥油 2百多斤，牛羊 1百多头，亚日贡竹瓦喇嘛寺先后两

次支援红军粮食 6万 2 千多斤。红 2 军团到白玉县，白玉寺送给贺龙 3 匹马和一批粮食物资，嘎拖寺支援红军 1 万 3 千多斤粮

食和 6 百斤酥油。

红 6 军团到达乡城县，桑披寺号召四乡群众筹粮到桑披寺支援红军。到达稻城县，雄登寺支援红军 200 多驮粮食，50 多头

牦牛和部分酥油。在理塘县，青春科尔寺送给红军大量的青稞、酥油、牛羊和碗碗糖，据当时为红军背运物资的阿昂回忆仅碗

碗糖就有 1 千多斤。

红军甘孜会师北上途经色达县，由于秋毫无犯，色达最大的洞嘎喇嘛寺堪布班马多吉在红军离开时，将寺内大部分粮食和

物资支援了红军。
[28]

3.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支援

藏区民众把红军比做“菩萨军”，把红军当作亲人，踊跃支援红军粮物。

丹巴县百姓为供应和筹集红军的粮食，几乎全民动员。巴底乡藏民格达一先把家中仅有的玉米膜和留作种子用的 3 斤“二

季豆”煮熟了送给红军，又请人用自家的麻为红军编了 15 双草鞋。
[29]
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 10 个月中，丹巴各族人民先后筹

集粮食 20 0 余万斤；牛、羊、猪万余头（只）；马千余匹；肉、油万余斤；毪子千余匹，还有帐篷、藏装、皮毛、鞋等物资若

干；仅是 1935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 月的头 3 个月就为红军筹集粮 34 万斤。这对于当时只有３万人口的丹巴来说难度是可想而

知。
[30]

康定县采取一打（打土豪、劣绅）二借（向有粮户借）三换（用银元或大烟交换）四没收（没收国民党军队溃退后留下

的粮食）的办法，在角坝、金汤、麦崩、高梧、塔公等地据不完全统计共筹集粮食 274 8 石（以每石折合 200 公斤计算），折

合 5149600 公斤；牛、羊、猪等牲畜 1146 头（只）；还有酥油、牛肉、皮毛、柴草、蔬菜等物资，更不计其数。

丹巴县百姓为供应和筹集红军的粮食，几乎全民动员。巴底乡藏民格达一先把家中仅有的玉米膜和留作种子用的 3 斤“二

季豆”煮熟了送给红军，又请人用自家的麻为红军编了 15 双草鞋。
[29]
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 10 个月中，丹巴各族人民先后筹

集粮食 20 0 余万斤；牛、羊、猪万余头（只）；马千余匹；肉、油万余斤；毪子千余匹，还有帐篷、藏装、皮毛、鞋等物资若

干；仅是 1935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 月的头 3 个月就为红军筹集粮 34 万斤。这对于当时只有３万人口的丹巴来说难度是可想而

知。
[30]

康定县采取一打（打土豪、劣绅）二借（向有粮户借）三换（用银元或大烟交换）四没收（没收国民党军队溃退后留下

的粮食）的办法，在角坝、金汤、麦崩、高梧、塔公等地据不完全统计共筹集粮食 274 8 石（以每石折合 200 公斤计算），折

合 5149600 公斤；牛、羊、猪等牲畜 1146 头（只）；还有酥油、牛肉、皮毛、柴草、蔬菜等物资，更不计其数。

道孚县泰宁八美区群众了解到康定金刚寺在拍桑村存有大量粮食后，就由泰宁波巴独立军派人与红军一道去运回了 200 多

驮粮食；瓦日孟拖的群众带领红军找到了 2500 余斤地主窖藏的粮食。据不完全统计，红军在道孚期间，道孚人民支援红军粮食

约 4百万斤。红军在炉霍县休整期间，“全县总共为红军筹集粮食约 5 百万余斤，各类牲畜约 4 万头，柴草数千万斤”，食盐

上 5千公斤，酥油 1 千多公斤和大量的羊毛、衣被及帐篷、鞍垫等；还筹集了 1万多块藏区通行货币——藏洋；朱倭一个名叫

马交切绕的藏民把家里储存起来准备为年迈的父母办丧事的粮食，全部献给了红军；雅德、泥巴、宜木、斯木的群众，一次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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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红军粮食 4 百万余斤。甘孜县的贫苦群众把仅有的一袋、半袋粮食拿出来支援红军，仅绒巴岔的群众就支援红军粮食 660

袋，合 52800 斤；生康乡的群众支援红军粮食 2万多斤。新龙县群众积极支援红军。该县河西乡支援粮食 3百多斤，牦牛 15头；

沙堆乡支援粮食 6千多斤，牛羊毛 6 千多斤，牦牛 1 百多头；乐安乡支援粮食 5千余斤；阿色乡牛场支援牦牛 1 千多头。共计

粮食 11300 斤，牛羊毛 6 千多斤，牦牛 2 千多头。

红 2、6军团经过康南地区时，人民群众也做了大量的支援。红 2 军团在乡城县休整的 7 天中，各乡群众把青稞、荞子、大

麦、小麦和麦面等粮食运送到桑披喇嘛寺，“堆得象小山一样”
[31]
。巴塘县村民阿称一家，一次就支援红二军团粮食 2700 多斤，

牦牛 27 头和 2匹马。红 6军团从稻城到理塘的路上，许多藏民手捧哈达，带着糌粑酥油、牛羊欢迎红军
[32]
。

色达县是红军会师北上最后离开甘孜藏区的地方，红军从色达群众手里筹集到了 4 百多头牛、1千多只羊和部分粮食。

总之，红军在甘孜藏区行军途中多数情况下还是处于筹粮筹物艰难的境地，由于得到了藏区民众的大力支持，保证了红军

军需供给，红军顺利地完成北上任务。

(二)当翻译、做向导，带领红军北上

红军长征到甘孜后，除衣食问题之外，还遭遇两大困难：一是交通不便，甘孜藏区“关山险阻，羊肠百转”，“地险路狭，

马不能行”
[33]
，极不利于行军作战；二是语言不通和缺乏对藏区民族、宗教习俗的了解。因此迫切需要一批既能懂藏区各民族

语言，又熟悉本地自然、社会、经济及交通等等情况的翻译、向导。许多藏族同胞积极主动为红军当翻译，做向导，帮助他们

克服各种艰难，顺利完成北上任务。

1.当通司，沟通民族语言

“通司”即翻译，是指能懂汉、藏双语的人。红军对“通司”十分重视，“要优待通司，学藏民语言。”在甘孜，曾为红

军担任过“通司”的民众难以数计，其中有不少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红 30 军进占炉霍县攻打寿灵寺时，为争取寺内僧人不抵抗红军，两位从丹巴带来的“通司”毅然进入寺内，劝说寿灵寺与

红军合作
[34]

，遭到杀害。红 2 军团途经巴塘县，与仁波喇嘛寺发生武装冲突，喇嘛拉波为红军对尊重藏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

惯所感动，用藏文给仁波寺写了一封信，陈说利害，终于使仁波寺同意与红军合作。不仅如此，拉波还积极主动地为红军当“通

司”，把红军带到甘孜县。到甘孜县后，拉波告别红军回巴塘，不幸在理塘途中被害。红四方面军刚到新龙县时，断腿藏民布

阿，懂汉语，红军战士轮流背着他上山向躲藏的群众喊话宣传，使群众消除了对红军的恐惧，并支持红军。

2.做向导，带领红军北上

由于甘孜藏区地形复杂、气候多变，红军每遇行军作战，几乎都要靠当地各族民众提供向导帮助。

红四方面军进入丹巴县，当地民众不仅要做好翻译和向导，还要协助红军战斗，甚至还经常深入老百姓中间做思想工作。

康定县金汤角坝村民王永培等人，为红 4军部队带路到金汤，先后当向导 28 天才回家；鱼通瓜达沟贫苦农民袁海清，积极为红

军带路，侦查敌情，活动在麦崩到岚安一带地区，后遭到国民党迫害
[35]
。在道孚县，据不完全统计，给红军做长期向导的就达

50人。其中有城关乡的络绒次勒，麻孜乡的单戈大吉，瓦日乡的亚马俄布，孔色乡的冲翁勒等 28 人。回乡途中，有 15人被当

地反动武装杀害。亚卓乡有马占云等 19 人为红军北上带路，后全部遭到封建农奴主惨杀。红 4方面军离开炉霍县时，扎日活佛

派了芝里·甲巴仁青、青尼格两个亲信喇嘛给红军带路。炉霍还有 13个人为红军带路离开了炉霍，有的牺牲，有的参加了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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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6 军团离开乡城县时，桑披寺派出寺庙的大通司为红军带路去稻城、理塘，还有头人冷龙达洼家的娃子邓珠、洛绒达吉、

日宫村坝根等人也给红军带路去了理塘。稻城县茹布乡的扒洛巴登给红军带路去理塘，还有傍河汤思阿友等人也为红军带过路。

在理塘县，有旺堆等 7 人为红军带过路。在白玉县，嘎拖寺派出喇嘛莫扎生批等人把红军一直送到甘孜。

（三）踊跃参加红军，壮大革命力量

红军长征到甘孜时，由于长期处于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包围中，兵力损失较大。红 2 方军从湖南桑植出发时，全军团为

9908 人，到甘孜前，因种种原因，减员总数为 6866 人。
[36]
红 4方面军到达康北后，部队已由 8 万余人锐减到 4万，损兵折将近

半
[37]
。因此，“扩红”工作是红军地方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红军在甘孜藏区到处张贴了“番、汉人民是一家”“参加红军十

大好处”“欢迎工农与番人加入红军!”
[38]
等标语。红军的“扩红”工作，得到了各族人民的踊跃响应。

在丹巴县，参加红军的人数最多，仅巴底乡就有 271 人参加红军
[39]
。红军离开丹巴北上时，以马骏为师长的丹巴独立师约

两千余人，随红军北上。在康定县的金汤和鱼通，先后有贺先德、撒满歇尔等 18 人参加红军，其中贺先德参加红军后，随军到

达陕北，解放后曾任广州市文化局党组副书记。道孚、炉霍、甘孜县一带有 200 多名青年参加红军，其中道孚县的仁青多吉(汉

名王寿才)在解放后担任过甘孜州副州长，炉霍县的赤绒恩召解放后也在青海担任了领导工作，以扎西旺徐为首的波巴政府骑兵

队，在红军北上时，大部分被编入许世友司令的骑兵团，全国解放后，扎西旺徐先后在青海省、全国人大担任重要职务。在泸

定（参加红军 14 人）、新龙、雅江、乡城、巴塘、理塘、白玉等地也有群众参加红军。

红军在甘孜藏区的“扩红”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人数虽不多，但是壮大了革命力量，意义十分重大。他们是“藏族

革命的先驱者”
[40]
，点燃了藏族地区革命的火种和希望。

(四)配合红军作战，保卫藏区红色政权

为了保卫藏区红色政权，甘孜藏区民众组成自己的革命武装，如番民骑兵队、格勒得沙革命军、波巴自卫军等
[41]
，其主要

任务就是侦察敌情，配合红军作战。

1935 年 10 月底，红四军南出天全时，康定县守敌李抱冰得知鱼通、麦崩一带红军兵力薄弱，指使康定县第七区团总甲安仁

等于 11 月 16 日率领民团二百余人偷袭麦崩，企图拖住红四军的后腿。鱼通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将光明率领工作人员与当地游击

队员占据有利地形，以少拒众，坚守阵地七天七夜，直至 22 日，红 35团 10 营及金汤苏维埃游击队赶来增援，共同击溃甲安仁

民团，狠狠打击了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才保住了红四军后方机关的安全。

丹巴独立师在大金省军区领导下，开展了保卫金川赤区的武装活动。1935 年 11 月间，丹巴独立团(即后来的独立师) 一个

连，到接近康定敌占区的白玉一带筹粮，以解决红 5 军团的供给困难。康定县第八区团总李海廷率民团袭扰，被独立团打得仓

惶溃逃。1936 年 2 月下旬，红 4 方面军翻越丹巴党岭雪山向道孚前进时，独立师 1团配合红军在东谷沟、牦牛沟等地重创了国

民党李抱冰部敌军，保证了红军西进计划实施。
[42]

独立师 2 团在守卫大桑的战斗中，英勇顽强，迫使丹东土司所率近千名土兵

仓惶败逃。

红军主力西进康北后，波巴自卫军除为红军筹粮外，还站岗警卫，维持社会秩序。据扎喜旺徐回忆，波巴自卫军甘孜骑兵

大队常常痛击国民党骚扰，并深入到青海藏区为红军侦察敌情
[43]

。他们在配合红军打击敌人的进犯、保卫红色政权方面起了重

要作用。

(五)照料和保护红军伤病员，保存革命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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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到甘孜时，条件差，生活艰辛，又经常遇到国民党守军和地方民团的围追袭击，加之医药严重缺乏，导致伤、病

员增多。因而在红军转移后对行动确实困难，无法继续随军前进的伤病员，急需就地妥善安置就显得十分迫切而重要。各地波

巴政府决定发动群众来照料和保护红军伤病员。

红 4 方面军进入康北初期，伤、病员的日常护理及砍柴、背水、运粮，煮饭以及换药，洗衣服等工作，都由格勒得沙政府

动员当地群众担任。当红军北上时，丹巴县群众便将没有转移走的伤病员安置下来，为他们继续治疗，甚至用生命保护他们免

受敌人的迫害。
[44]
康定县保护安置红军伤病员及红军尾队流散人员 40 多人（女红军 6人），孔玉、角坝、河坝等地，红军行军、

停留先后达 40 多天，大部队走过后留下了二十多个红军伤病员，角坝苏维埃政府主席王兰廷、委员沙达等将伤病员分散隐蔽组

织群众安置保护起来。红军撤离县境后，国民党派人“清乡”四处搜查，吊打苏维埃政府主席鼓逼交出隐藏的红军伤病员，他

们忍受百般折磨也不愿暴露，保证了红军伤病员的安全。

红 2、4 方面军会师北上后，留在当地的伤病员，主要集中在炉霍、甘孜、道孚三县，总数为 3800 余人，其中留炉红军最

多，达 1100 余人。藏民把红军当作自己的亲人，细心护理，想方设法保护红军安全。红军刘姓伤病员被收留在炉霍县棒达村一

个藏民家里，后被国民党军队发现抓走，棒达村全体村民组织了 20多支枪包围了国民党军队的营房，逼其交出。经过多次交涉，

由全村群众凑集 320 个藏洋，赎回了刘姓伤员
[45]
。在藏民的精心护理和保护下，红军伤病员没有损失一个。

在甘孜县，群众救护或转移留下来的大多数红军伤病员。仅格达活佛就收留了 205 名红军伤病员，冒着生命危险秘密组织

群众分散隐蔽轻伤员。他亲自用藏医藏药对伤病员进行治疗。一些红军病愈后，愿意回内地，他指派自己最信任和最得力的随

从般根、色波，将红军送到道孚，并安全转送到康定。为了保证红军伤病员的安全，桑根寺活佛桑根顿珠要求手下将受伤红军

接到桑根寺一带居住，并设法躲开了国民党军队的搜捕和屠杀
[46]

。甘孜的喇嘛寺也收留安置了一些红军伤病员。仅东谷喇嘛寺

就收养红军伤病员 17 名。

新龙县益西寺为救护红军尽到了最大责任。1936 年 2 月，红军的一支纵队在翻越海拔 4974 米的雪山时被强烈的阳光反射之

后，得了雪盲症。益西寺立即派去十几个僧人将患了雪盲的战士接送回寺庙，把他们安置到温暖的扎寨内，熬了酥油汤，并用

一些当地草药为患者治病
[47]

。不久，大部分红军要离开益西寺了，留下四位受伤严重、身体虚弱的红军战士。僧人们担心国民

党追杀他们，就把他们隐藏在磨房里。两个多月后，红军战士的身体稍稍恢复后，就要求去甘孜县。为安全起见，僧人们拿来

四套藏装，把酥油和糌粑摸在战士的脸上，装扮成了藏族民众，把他们安全送到了甘孜县，并且得到了朱德总司令的热情款待。
[48]

在道孚县，根却志玛负责照料十名红军女伤病员。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她把女红军分散隐藏于深山老林和地窖内，并

治好了伤，帮助她们在当地安了家。反动派曾为这些事情责骂她，用皮鞭租枪托打她，但她从不屈服。
[49]

甘孜各地民众悉心照料和保护红军伤病员，保存革命火种的无数动人事迹，深深地感动了红军战士，使藏汉民族之间结下

了牢固的民族情谊，奏出了汉藏团结、各民族团结的伟大颂歌。

红军的民族政策和模范行为对甘孜藏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赢得了各族人民的尊重和拥护。藏区人民在地方自治政府的精

心组织下，尽其所能给红军以最大的支持，保证了红军的顺利北上，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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